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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空间：私人游艇与 19 世纪英国的海洋动物学
Scientific Spaces: Private Yachts and Marine Zoology in 19th Century Bri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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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世纪中叶，一部分英国私人游艇从贵族娱乐工具转变为海洋动物研究的科学空间，见证了

“游艇科学”的兴起。这一转变与中产阶级倡导的“理性娱乐”观念相契合。热衷科学的游艇主通过期刊

分享研究经验，在博物学家将目光从陆地转向海洋之际，私人游艇连接了专业科学人与业余爱好者。随

着活动扩展，英国科学促进会成立了挖泥委员会，提供了组织框架与学术渠道，推动研究向专业化发展。

但这种制度支持未取代非正式网络，爱德华·福布斯与罗伯特·麦克安德鲁的合作及威廉·汤姆森的“拉

拉·鲁克号”活动继续发挥科研社交的双重功能。游艇作为科学空间的演变，展现了19世纪英国海洋科

学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网络相互补充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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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mid-19th century, some British private yachts were transformed from aristocratic 
leisure vessels into scientific spaces for marine animal research, witnessing the rise of “yacht science”. This 
transformation aligned with sea-bathing therapies and the middle-class concept of “rational recreation”. Science-
enthusiast yacht owners shared their research experiences through journals, connecting professional scientists 
with amateurs as naturalists turned their attention from land to sea. As activities expanded,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established the Dredging Committee, providing an organizational framework 
and academic channels that promoted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research. This institutional support did not 
replace informal networks; collaborations like that between Edward Forbes and Robert MacAndrew, and William 
Thomson’s activities aboard the “Lalla Rookh”, continued to serve dual scientific and social functions. The 
evolution of yachts as scientific spaces demonstrated the complementary development model of formal institutions 
and informal networks in 19th-century British marine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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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 年夏，海洋动物学家爱德华·福布斯

（Edward Forbes）乘坐朋友的游艇，在苏格兰

海岸进行了一次巡航之旅。旅途中，他利用挖

泥器沿途采集样本，记录描述了 20 种新型水母

和数种海星和贝类生物，并为它们绘制了草图。

（[1]，p.237）这一场景代表了 19 世纪英国海

洋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却常被忽视的特征：私

人游艇作为科学探索的重要载体。在传统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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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19 世纪的海洋科学往往与政府资助的大型

科考项目联系在一起，如 1872 年至 1876 年间

英国皇家海军“挑战者”号的全球考察，至今

仍然被自然科学家认为是现代海洋学的起源。

然而，这种国家资助的海洋科考模式在 19 世纪

实际上是例外而非常态。

这反映了 19 世纪英国的科学发展仍然依赖

于私人资助和非政府机构的参与，虽然有部分

博物学家选择搭乘捕鲸船前往极地，或与皇家

海军合作在其执行水文测量任务时进行采样，

但私人游艇实际上是海洋科学研究的辅助力量

之一。正如科学史学家伯纳德·莱特曼 （Bernard 
Lightman）所观察到的“贵族及其乡间大宅科

学在 19 世纪下半叶继续发挥重要作用”。[2] 游

艇绅士便是“贵族空间”之一，他们将自己的

游艇改造为移动的科学空间，安置各类实验器

材。“游艇”可被视为 19 世纪中叶“旧场所不

断被重塑，新场所不断创建”的又一典型例证，

代表了英国海洋科学从近海探索向远海和深海

拓展的多元途径之一。

科学空间（Scientific Space）理论源于 20 世

纪 70 年代以来社会学对科学知识生产场所的关

注。[3]-[6] 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国外学界在海洋

学史的研究对象大多是实验室、海洋生物站以

及科考船。20 世纪末，科学史学者理查德·索伦

森（Richard Sorrenson）开创性地将 18 世纪的船

只视为科学仪器，强调其工具属性。他认为船

只不仅是承载其他科学仪器的平台，整艘船本

身就是一个精密的测量工具。船体结构经过特

别改造以适应科学观测需求，甲板布局要考虑

各类科学仪器的放置，船只本身成为数据收集

和记录的重要工具。[7]在此基础上，安东尼·阿

德勒（Antony Adler）引入了空间维度将“科学

仪器”的概念升级到“海上实验室”，他不仅关

注船只的工具功能，更强调船只作为科学活动

场所的整体性，研究船上的社会互动和知识生

产过程。[8] 在对科考船的分析上，海洋科学史

研究者往往关注英国皇家海军“挑战者”号、

美国“信天翁”（Albatross）号为代表的大型科

考船只，对 19 世纪上半叶的其他同样参与科考

的捕鲸船、电缆船甚至私人游艇关注较少。

国内学界早已关注到科学研究中的“实验

室转向”。[9]，[10] 有学者认识到科学仪器的重

要性，提到知识“累积循环”的成功运作在很

大程度上依赖于技术和能力，这些技术和能力

赋予了遥远地区流动性、稳定性和聚合性。[11]

然而，科考船只作为最基础的科学仪器却被忽

视。科学史学家往往将船只视为理所当然的背

景元素，未能充分重视其在科学知识生产中的

核心作用。现有研究对实验室、博物馆等传统

科学场所已有一定研究，[12]，[13] 但往往忽视了

非传统的科学空间。在英国海洋科学史研究方

面，国内学界的研究相对薄弱，尽管已有研究

集中于皇家海军殖民勘探中的水文地理知识生

产，[14] 但仍然忽视了海洋动物学等其他海洋学

知识生产。鉴于此，本文将“游艇”作为一种

特殊的科学空间进行考察，揭示其所代表的“游

艇 科 学 ”（Yacht Science）①（[15]，p.23） 在

海洋科学发展史上的特殊作用。

一、从娱乐到科学：
游艇作为科学空间的转型

19 世纪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变革重塑了英

国人与海洋的关系。铁路网络扩张缩短了内陆

与海岸的距离，使海洋空间更加触手可及；蒸

汽动力和造船技术革新提升了航行的安全性和

舒适度。海浴疗法（Thalassotherapy）的兴起

进一步强化了英国人与海洋的联系。当时医学

界普遍认为海水矿物质和海洋空气具有治疗功

效，尤其有益于呼吸系统疾病。“1931 年，在

人口超过 5 万的 105 个英国城镇中，有 10 个可

以被描述为内陆或海边的疗养胜地”。[16] 海浴

仪式与维多利亚时代的清洁、身体纪律和自我

完善观念交织，推动贵族绅士向海滨地区迁移，

使海洋不再仅是经济和交通通道，更成为具有

①“游艇科学”（Yacht Science）一词源自对海伦·罗兹瓦多夫斯基（Helen M. Rozwadowski）的阐释，指的是 19 世纪以游
艇或类似私人航行平台为研究载体的海洋科学实践。她指出 19 世纪英国的海洋科学实践并非仅限于官方，其中游艇主兼
博物学家（yachtsmen naturalists）会在暑期乘游艇进行拖网采样以收集海洋无脊椎动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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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意义的空间。

这一时期，英国社会对自然科学的热情空

前高涨。贵族和绅士阶层将传统的航海活动与

科学探索巧妙地结合起来，将科学视为一种“理

性娱乐”。“对于绅士和中产阶级的精英来说，

没有任何文化形式比科学更自然地提高他们的

社会威望”。[17]这一现象在海洋科学探索中体现

的尤为明显。在游艇度假中，绅士们开始将采

集海洋标本视为一种兼具消遣和科学价值的活

动。通过这种方式，他们逐步培养了对海洋动

物学的兴趣，使其成为上流社会的时尚。

贝尔法斯特（Belfast）作为富有的亚麻布

商人聚集地和重要的海港城市，成为这一现象

的典型代表。众多游艇主在此汇聚，他们将科

学探索与休闲生活完美地融合，推动了 19 世

纪英国海洋动物学的业余研究。其中最活跃的

商人是乔治·亨德曼（George Hyndman），他不

仅说服了许多游艇主在出海时进行挖泥，还会

带领组成的队伍在特定地点进行采集。“挖泥”

（dredging）是指通过手工挖掘河床、海底或湖

泊泥土来收集生物样本，“挖泥工”（dredger），

最初指使用渔网捕捞牡蛎等海产品的渔民，由

于其技能熟练，往往也帮助博物学家、游艇主

或私人收藏家进行泥沙和生物样本采样收集。

1841 年，亨德曼与友人埃德蒙·盖蒂（Edmond 
Getty）乘坐“甘内特”（gannet）游艇巡游时，

于 40 英寻深的水域使用了三次挖泥器，发现该

区域与福布斯所描述的“珊瑚”区相吻合，亨

德曼的报告中还详细列出了他们当天采集到的

70 个物种。（[18]，pp.70-71）亨德曼在报告中

写道“有几位业余绅士借出了他们的游艇，并

以其他方式协助了夏季挖泥考察工作”。（[19]，

p.220）比如，1856 年，爱德华·沃勒绅士（Edward 
Waller, Esq.）驾驶自己的游艇，带领包括亨德

曼在内的一队博物学家，前往了一个水深在 25
至 30 英寻之间的海底区域，此处被当地渔民称

之为“比目鱼滩（Turbot Bank）”。沃勒的这次

挖泥采集到了大量的新贝壳。为此沃勒特意邀

请了海螺专家约书亚·奥尔德（Joshua Alder）
来协助整理物种清单。[20] 在游艇主的推动下，

游艇实际上变成了移动的观测站和初级的漂浮

的实验室，游艇主和随行的博物学家携带基本

的挖泥工具和标本保存仪器，自由地在不同水

域穿梭采集样本，给私人游艇带来了社交娱乐

与科学调查的功能。

游艇主还通过科学杂志这一重要学术传播

平台，巧妙地将“游艇科学”定位为一种可复

制和推广的科学实践范式。1871 年游艇主马歇

尔·霍 尔（Marshall Hall） 在《 自 然 》（Nature）

杂志上发表了其驾驶“诺纳号”（Norna）的游

艇科学之旅。他邀请了年轻的博物学家威廉·萨

维 尔·肯 特（William Saville Kent） 一 同 出 海。

在写给《自然》杂志的一篇报告中，肯特希望

公开自己的经历能够激励其他人效仿霍尔。[21]

霍尔提醒参与游艇科学巡游的人要详细记录日

志，因为“虽然事后你可能会嘲笑自己所注意

到的许多细节，但这些都是宝贵的收获，不像

捕猎鹧鸪，新鲜的印象才是最重要的”。最后他

简要提及了自己的计划，即组织游艇中队共同

研究海洋。[20] 肯特的报告发表仅几周后，布莱

顿（Brighton）一位先生便写信回复道：“大多

数游艇主都反感挖泥工作的劳累和脏乱”。然而，

受到此次“诺纳号”探险的鼓舞。他请求像威

廉·卡彭特（William Carpenter）、查尔斯·威维

尔·汤姆森（Charles Wyville Thomson）这样的

著名科学人（man of science），或者霍尔本人，

能为像他这样的游艇主撰写一份关于最佳挖泥

地点、所需仪器以及正确方法的指南，[22] 显示

了这位游艇主希望获得一个可操作的标准化流

程。商人和博物学家的合作不仅是因为贵族绅

士的积极主动，更重要的是博物学家在此时也

从内陆和田野走向浩瀚的海洋，这种转变不仅

需要他们掌握全新的海洋生物采集技能，更需

要一个稳定可靠的海上研究平台，游艇在早期

便成为连接专业博物学家与业余海洋学爱好者

的理想平台。

得益于富有绅士的支持，19 世纪中叶相当

数量的博物学家得以在游艇上开展工作，挖泥

技能逐渐成为海洋博物学家的重要技能之一。

挖泥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的积极性和慈

善行为，博物学家们彼此协调采集活动共享

资源，经常共同承担获取深海或远海标本的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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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英国海螺学家约翰·格温·杰弗里斯（John 
Gwyn Jeffreys）与其德国友人奥·阿·勒·莫尔

克（O. A. L. Morch）就共同承担了在法国进行

深水挖泥的费用。（[15]，p.386）这一资助模式

反映了海洋动物学尚未完全制度化的特点。这

一阶段既是传统博物学向现代海洋动物学过渡

的关键时期，也是业余绅士与专业科学人身份

重叠的特殊阶段。这也解释了 19 世纪七八十年

代，当博物学家们更倾向于采用专业的工作船

只时，业余和专业的分野也随之形成，标志着

海洋动物学从业余探索到专业科学的转型。

在游艇主和博物学家的合作下，“游艇科学”

形成了灵活的科研空间，为采集、研究和交流

提供便利，也是早期利用船只开展科学研究的

尝试，并与后来皇家海军船只上的科学活动有

所联系。皇家海军“挑战者”号之所以成为现

代海洋学的重要里程碑，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

配备的专业“船载实验室”。这一变化体现了

“科学自然主义者”重塑科学空间的过程，象征

英国科学由绅士业余爱好向现代专业学科转型，

而私人游艇在其中发挥了过渡作用。

二、英国挖泥委员会的制度支持

随着“游艇科学”的蓬勃发展，业余爱好

者和科学人们都意识到需要一个更为正式的组

织框架来协调和规范相关活动。在这样的背景

下，英国科学促进会挖泥委员会（The Dredging 
Committee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以下简称“挖泥委员

会”）成立了。这表明“游艇科学”开始向制度

化的科学实践转变，但这种制度化并非取代了

非正式的个人网络，而是与之形成互补，共同

推动海洋科学的发展。

1831年9月27日，约克会议正式召开标志英

国科学促进会成立，协会成立了总委员会（the 
General Committee）和六个按学科划分的小组

委员会（sub-committee）：数学和物理科学、化

学、矿物学、地质学和地理学、动物学和植物学、

机械技术。该会主要在伦敦、牛津和剑桥的科

学绅士的领导下运作，偏重于发扬原有的业余

爱好者传统，利用外省的人力、财力和物质资源。
[23] 这一科学组织框架此后逐步扩展和完善，将

其研究视野从陆地拓展至海洋。1839 年关于成

立一个调查海洋动物学的分会的建议被提出：

在 约 翰·爱 德 华·格 雷（John Edward 
Gray） 先 生、 爱 德 华· 福 布 斯（Edward 
Forbes） 先 生、 约 翰· 古 德 西 尔（John 
Goodsir） 先 生、 罗 伯 特·帕 特 森（Robert 
Patterson）先生、贝尔法斯特的威廉·汤普

森（William Thompson）先生、都柏林的罗

伯特·巴尔（Robert Ball）先生、乔治·约翰

斯顿（George Johnston）医生、约旦希尔的

詹 姆 斯·史 密 斯（James Smith of Jordanhill）
先生和休·埃德温·斯特里克兰（Hugh Edwin 
Strickland）先生的指导下，利用挖泥船进行

研究，以期调查大不列颠的海洋动物学，说

明海洋动物的地理分布，并更准确地确定上

新世时期的化石。（[24]，p.376）

至此，“挖泥委员会”诞生了。作为英国科

学促进会下设的分支，挖泥委员会摒弃了以往

博物学中不够严谨的研究方法。1850 年，福布

斯提交的第一份报告中阐明了成立挖泥委员会

的目的是“为了确定我国海底动物群的真实状

况而开展一系列新的研究，这些研究应该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格和精确”，“以前英国博

物学家和采集者的目标是努力充实英国动物的

目录，前者是出于错误的爱国主义，后者则并

非总是出于这种无私的动机；因此，我们的动物

群的目录，特别是海洋软体动物的目录，增加

了许多物种，这些物种很可能是我们海岸的原

生物种”。鉴于此，挖泥委员会首次提出通过标

准化方式记录海洋动物学的相关数据，为分散

的海洋研究活动提供了统一的方法论框架。挖

泥委员会规定了挖泥人应该：

打印空白表格，其中所获得的信息可在

获取的时间和地点进行登记。每份表格由一

张直纹纸组成，上面有一个标题，用来记录

作业的日期、进行作业的地点、挖泥船沉没

地点的海水深度、与进行观察的海岸的距离、

海床性质，也就是说，被检查地方的海底类型，

以及被勘探海床所在的区域。在标题的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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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着所采集的物种名称，在相应栏中，说

明了所采集的活体个体的数量、死亡的标本

数量，以及根据标本的状况或它们之间的关

联可能得出的任何观察结果。（[24]，p.377）

除此之外，挖泥委员会还将原本相对分散

的游艇活动系统地组织起来，不仅确保了科学

研究的连贯性，还为“游艇科学”的研究成果

提供了正式的学术发表渠道，使其获得了更广

泛的学术认可。挖泥委员会成立后，在福布斯

的申请下，三十多年来，BAAS 总共向挖泥委

员会拨款 1440 英镑，但大部分挖泥工作都在

相对较浅的水域进行，很少在深度超过 100 米

的水域进行。（[25]，p.378）福布斯还介绍了

报告了 144 篇挖泥论文的成果，所有这些论文

（除了赫德曼完成的一篇外）都是由他本人和

利物浦商人罗伯特·麦克·安德鲁（Robert Mac 
Andrew）在英格兰南部和西部、威尔士和苏格

兰（包括赫布里底群岛、奥克尼和设得兰群岛）

完成的。

19 世纪 50 年代后期至整个 60 年代期间，协

会的年度报告中均至少包含了一份基于挖泥成

果的研究，通常每年有三至四份。这些报告涵

盖了贝尔法斯特和都柏林地方委员会、德文郡

与康沃尔郡、诺森伯兰海岸与多格尔滩、默西

河与迪河，以及海峡群岛的报告。40 年代与 50
年代主要集中在爱尔兰，其中贝尔法斯特尤为

活跃；60 年代后重点转移至苏格兰，尤其是赫

布里底群岛与设得兰群岛。设得兰群岛因其独

特的地理位置，即南北动物群交汇点，以及近

岸水域深达 80 至 100 寻，深受博物学家与挖泥

工人的青睐。这些地方挖泥委员会往往围绕对

相关区域抱有浓厚兴趣的业余爱好者群体为核

心而组建。因此，诸如南部北海、东英吉利海峡、

泰晤士河口等地区显然未进行过系统的挖泥活

动。直到 19 世纪 60 年代末，挖泥委员会的工作

陷入了停滞。因为一些科学人已经意识到仅依

靠游艇科学已无法满足海洋研究的需求，必须

深入到更深远的海域进行更具挑战性的挖泥工

作。事实上，1868 年 8 月起卡彭特和威维尔·汤

姆森已成功争取到皇家海军和政府的合力支持，

计划开展首次全球性的海洋学研究。

总而言之，挖泥委员会为游艇科学提供了

一定的制度框架，使其从相对个体化、分散化

的活动逐步向更加系统化、标准化的科学研究

方向发展。随着 19 世纪中后叶在年轻一代科学

人的引导下，英国科学促进会逐渐在科学职业

化和专门化方面发挥作用。作为其下属机构，

挖泥委员会反映了这一时期科学实践的转型特

征，它既包含了早期由业余绅士科学人参与的

元素，又逐步吸纳了新兴的科学专业化理念，

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海洋学发展的一个制度环

节。然而，这种制度化的科学实践并未取代当

时已经存在的非正式网络，相反与其共同构成

了这一时期多元的海洋科学研究模式。

三、非正式的私人科学网络

“游艇科学”的形成不仅得益于挖泥委员会

的制度支持，更离不开以海洋动物学家为核心

的私人科学网络的推动。这展现了维多利亚时

期科学研究的独特面貌，它既基于私人友谊和

共同兴趣而建立，又通过有效的资源整合和知

识传播，推动了早期海洋动物学发展。

福布斯作为 19 世纪中期海洋动物学研究的

重要人物，建立了系统的海洋生物深度分布理

论，并通过挖泥委员会的工作构建了广泛的科

研联系。他与利物浦商人安德鲁的合作关系就

是这种非正式网络的典型例证。

自 1834 年起，安德鲁开始收集贝壳，并在

随后的十年里潜心研究软体动物的博物学，期

间并未与其他海螺学者有所交集。他热爱旅

行，尤其是前往西班牙，其收藏品也因此日

益丰富。作为利物浦自然历史协会（Liverpool 
Natural History Society）的活跃成员，“他很可

能在 1840 年 1 月与福布斯于该协会举办的讲座

中与之相识”。（[25]，p.19）尽管没有确凿证

据表明安德鲁在遇到福布斯之前是否曾进行过

挖泥作业，但他显然是为了挖泥而驾驶游艇出

海，并非像史密斯那样将挖泥作为海上生计。

为了丰富自己的收藏，他起初在一艘敞篷船上

尝试挖泥，但不久后改用了帆船。此后，他甚

至为挖泥工作专门配备了两艘游艇，将海洋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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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旅行与贝壳收集完美融合。

安德鲁尽管作为业余爱好者，但其研究成

果仍获得了专业科学人的认可。1849 年，安德

鲁进行了为期五个月的地中海考察，他沿途在

西班牙、葡萄牙、巴巴里海岸、马耳他和意大

利南部沿海观察并记录了大量的软体动物，形

成了丰富的物种清单。[26] 福布斯曾表示，西班

牙和葡萄牙在自然历史研究方面有所欠缺，并

认为这两个国家大西洋沿岸的大部分科学知识

应归功于安德鲁。1856 年，福布斯的《欧洲海

洋自然史》一书出版，其中罗伯特·戈德温 - 奥

斯 汀（Robert Godwin-Austen） 对 安 德 鲁 的 工

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若非我们同胞安德鲁先

生的近期研究，我们至今都不敢如此自信地谈

论地中海动物群的关系”。[27] 自从 1844 年起，

安德鲁就已经开始与挖泥委员会合作，参与苏

格兰西海岸的挖泥作业，并与福布斯联手撰

写 BAAS 挖泥委员会的报告。[28] 从 1845 年到

1850 年，他持续活跃在委员会工作中。福布斯

亲自指导他填写挖泥文件的做法，体现了这种

建立在私人关系上的知识交流。

但他们的合作也展现了非正式科研网络的

某些局限性。1850 年的挖泥总结报告中，福布

斯特意强调只采用他与安德鲁亲自填写的挖泥

记录，并对其他未经系统化调查的海岸数据表

示担忧。福布斯表示，他担忧并非所有海岸都

“以同样系统的方式”被探索过，并指出问题

在于“仍需要其他博物学家提供完整的表格”。

（[29]，p.195）这一方面造成了研究区域和数

据来源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阻

碍了更大范围的学术交流，进而影响了早期海

洋动物学研究的全面发展。

随着挖泥委员会在六七十年代的工作逐渐

停滞，一些著名的科学人开始寻求政府资助，

但私人游艇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威

廉·汤姆森爵士（后封为开尔文勋爵）的私人

游艇“拉拉·鲁克号”（Lalla Rookh）作为一个

规模更大的游艇，充分展现了“游艇”这一空

间内部的科研和社交活动。

1890 年，为了筹备加那利群岛的科学探险，

以及次年与科学界同仁在赫布里底群岛的联合

考察，汤姆森着手改善“拉拉·鲁克号”的住

宿条件，添置必要的家具和寝具。（[30]，p.585）

在给德国著名物理学家赫尔曼·冯·亥姆霍兹

（Hermann von Helmholtz）的信中，汤姆森不

仅邀请他（作为主席）参加八月第一周在爱丁

堡举办的英国科学促进会会议，还邀请了一群

科学人朋友进行巡游。他写道：

我想邀请你乘坐一艘 128×10 千克重的纵

帆船，在赫布里底群岛（Hebrides）和西部

高地（West Highlands）之间巡游几周。除

了这里的新学院外，这将是我唯一的夏季住

处。我希望泰特（Peter Guthrie Tait）也能

来，但他非常厌恶在水面上漂浮，如果没有

你的劝说，他很难被说服。我还会邀请麦克

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和 廷 德 尔（John Tyndall），

这差不多就要达到“拉拉·鲁克号”的载客

极限了。（[30]，p.613）

“拉拉·鲁克号”不仅是科学人社交的场所，

更是汤姆森进行科学仪器创新和测试的重要平

台。他充分利用游艇航行的机会测试并改进测

深仪等新设备，将航海元素融入其科学研究事

业中。

其中最具开创性的是在游艇上首次使用钢

琴钢线①进行测深的尝试。1872 年 6 月的直布

罗陀航行中，他用这种技术在比斯开湾成功测

得 2600 英寻的水深。尽管在回收过程中存储电

线的卷轴承受巨大压力并出现扭曲，但他仍成

功取回了附带的采样器及其沉积物样本。这项

技术得到了广泛推广。同年晚些时候，虽然“挑

战者号”装配了汤姆森的测深机，但因为在实

际操作中不甚理想，而转而使用传统的绳索进

行例行测深。然而，美国科学家们则对这项技

①“钢琴钢线”是指专门用于钢琴制造的钢线，具有极高的拉伸强度和耐腐蚀性。19 世纪中叶使用的测深线最初是麻绳或
亚麻绳，但这类材料在海水中容易腐烂且伸缩性大，导致测量不精确，后来改用标记好深度的铜线或黄铜线，提高了准
确性但仍有重量和弹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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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表现出极大热情，在 1873 年“塔斯卡罗拉号” 
（Tuscarora）太平洋考察和“布莱克号”（Blake）

海岸调查中取得了成功。

除了科学创新，汤姆森还通过加入费恩湖

因弗雷（Firth of Forth）游艇中队，积极访问

其他游艇，构建起一个流动的知识交流网络。

这里停泊着大约四十艘游艇，都是线条

优美、构造精巧的船只，其中一些相当大。

汤姆森的游艇属于较大的那种，是双桅杆船，

相当宽敞 ...... 我的船舱刚好够我在窄床旁直

立的大小：其余空间较低，但仍能容纳洗漱

台、梳妆台和三个抽屉，所以我可以好好安

置我的物品。洗漱的空间确实有点小，尤其

是当船摇晃时很难站稳。今天早上，我们裹

着格子呢毯冲上甲板，然后直接跳入水中。

之后丰盛的早餐令人愉快。接着我们去拜访

其他游艇，就这样，尽管下着雨，到目前为

止这一天过得非常愉快。（[30]，p.615）

从这些游艇的舱室布局可以看出，游艇实

际上是一个兼具生活与社交功能的科研空间，

虽然私人舱室相对狭小，但船上设有足够的公

共区域容纳多位科学人和访客，这种空间安排

为非正式的科学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通过赫

尔姆霍兹的回忆，当汤姆森不得不暂时离船上

岸时，他还叮嘱赫姆霍尔兹：“喂，记住，我

不在的时候，你不许在海浪中工作”，（[30]，

p.615）生动展示了游艇作为私人科学空间所具

有的独特魅力。

总之，这种建立在个人友谊和共同兴趣基

础上的非正式科学网络，在挖泥委员会运行期

间得到了蓬勃发展，福布斯与安德鲁的合作正

是这一时期私人网络与制度支持相互促进的典

型例证。然而，当六七十年代挖泥委员会活动

逐渐停滞后，这种私人科学网络并未随之消亡，

反而通过汤姆森为代表的游艇活动继续发挥着

重要作用，持续推动海洋动物学研究的发展。

游艇作为兼具科研与社交功能的空间，为这些

非正式网络提供了物理基础，使得知识交流和

科学创新得以在正式制度框架之外继续进行。

这表明在 19 世纪英国海洋科学的发展历程中，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网络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

这一学科发展的双重动力。

结      语

游艇作为一个移动的、多功能的科学空间，

打破了传统固定实验室的局限，创造了一种全

新的知识生产模式。这种空间不仅是物理意义

上的研究场所，更是连接不同社会阶层、整合

多元知识体系的中介平台。游艇的空间特性使

其成为连接业余与专业、私人与公共、个体与

制度的独特界面，这种空间属性直接塑造了早

期海洋动物学的知识生产方式。

具体来说，首先，“游艇科学”展示了科学

空间与知识生产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游艇作

为物质空间为海洋动物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技术

支持和实践场域，促进了大量标本的采集和研

究，这些实物藏品最终进入大英博物馆，为英

国底栖生物分类学和生态学奠定了基础。在挖

泥委员会成立的早期尤其如此，当时积累的材

料刺激了一系列关于鞘腹动物、软体动物、棘

皮动物和甲壳类动物的经典文本的产生。另一

方面，科学研究的需求也反过来改造了游艇空

间，推动了从简单的休闲工具向专业研究平台

的转变。这种互构关系生动地诠释了空间要素

如何深刻影响科学知识的产生和积累过程。

其次，“游艇科学”展示了非正式个人网络

与制度科学的深层互动。借助挖泥委员会等机

构，最早一批的海洋学家比如福布斯、杰弗里

斯和怀维尔·汤姆森等海洋学家得以成长，尽

管缺乏政府正式支持，但依靠个人网络和委员

会的平台，他们最终使英国海洋动物群研究在

国际舞台上获得了声誉。

最后，“游艇科学”现象也反映了科学发

展中的某些局限性。这种依赖私人资源和社会

网络的研究模式，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参与者的

社会范围，强化了科学研究中的精英主义倾向。

非正式网络虽然具有灵活性，但也带来了标准

化的困难，这也是后来需要向政府、皇家海军

和皇家学会共同支持的制度化转型的重要原因

之一。总之，“游艇科学”意味着科学发展不

仅需要关注知识本身，更要重视知识生产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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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机制和社会网络。在当今科技高速发展的背

景下，如何创造新型科学空间、构建多元参与

机制、平衡非正式创新与制度规范，仍然是值

得深思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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